
世界文学视域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季  进

回顾百年中国比较文学的历史演进，我们都会认同一个共识，即中国比较

文学研究最有成就、最具特色的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诚如钱林森在《中外文学关

系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再思》中所说，作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特色的“中外文学

关系研究，无论是研究层面的拓展，还是研究理论、方式的探讨，都取得了有目

共睹的成就。”在西方比较文学界“学科之死”的喧嚣中，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彰

显出其独特价值，拓展出中国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广阔空间。

最近三十年来，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比较

文学理念一再受到挑战。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在其《比较文学导论》中推崇

翻译研究，宣称比较文学已经死亡，试图以翻译研究取代比较文学。2003年，

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并非真的宣布比较文学学科之死，而是期待比较文学与

区域研究的携手。2006年，巴斯奈特在《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中放弃了原

来对翻译研究的过度重视，转而提出“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

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她认为，“比

较行为必须基于差异：文本、作家或文学运动的比较最好是跨越语言边界。”我

们应该“放弃对术语和定义的毫无意义的争辩，更加有效地聚焦于对文本本身

的研究，勾勒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读史。”应该说，西方比较文学

“危机”说或“死亡”说的背景是西方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与理论范式，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传统的民族国家或国别文学的界定受到强烈的质疑，

开始转而提倡超越民族国家或国别文学的世界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开始走向世

界文学的更高阶段。这也是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在此背景下，我们不必急于宣称“当今世界比较文学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中

国”，也不必急于建构中国式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或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而是有必要思考如何以世界文学视域来深化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西方比较文学

学者对中国文学的隔膜，也许还有一点偏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中外文学关

系展开跨文化的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正是中国比较文学大有可为之地。本来

中国比较文学就处于非西方的文化语境，伴随着中国学术自身的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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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传统的比较文学有着明显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因此，陈跃红

所说的“回到自身的学术处境和问题意识”始终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中国比较文

学发展的前提。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就是回到中国自身的学术处境和问题意识

的必然选择。

《跨文化对话》第 24期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观念与方法”的圆桌笔谈

已经就如何深化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提出很有价值的见解。乐

黛云先生强调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要着眼于“双向阐发”；严绍璗先生提出了

“文学变异体”的研究，“文学变异体”表明了“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流

动的文化本质；宋炳辉先生建构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三个理论层次或研究方

法的三种可能；葛桂录先生强调了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意义；王向远先

生将中国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诗学”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相勾联；车槿山先生

探讨了文本理论在文学关系研究中运用的潜在可能性；钱林森先生系统清理了

“影响研究”的五种路径；周宁先生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第三种模式是“间性研

究”，并具体提出了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三个层次。这些讨论，既有理论性，

也有可操作性，是目前为止最集中、最有深度的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讨论，从

理论层面，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虽然这些年来笔者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做“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

但我无意也无力从理论层面再作深化，仅想谈谈自己粗浅的体会与感想。

首先是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立足点的问题。传统的20世纪中外

文学关系，基本上沿续的是“影响——反应”模式，着力寻找作家作品中的外

来影响，先有了某种外来影响，然后才有了作品的某种反应。这种研究模式最终

的结果，无非是证明 20世纪中国文学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深刻影响，是在外国文

学的影响发生、发展起来的。显然，这种研究模式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

因素，没有主体的选择，没有中国语境的需求，何来这种影响呢？有感于此，

陈思和先生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命题，严绍璗先生提出了

以“变异体”理论为核心的“文学的发生学研究”，这些都大大修正了传统中

外文学关系研究单一性的弊端，丰富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维度。其实，“20

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与“变异体”理论，已经涉及到了世界文学视域问

题，不再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而是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网络中加

以考察，正如严先生所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不管在什么层面上展开，“如果

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文学或文化的世界性的历史联系没有知识，对作为‘对

象’的文学或文化在人类总体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没有把握，他的一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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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都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推进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研

究，可能要大大强化世界文学视域，消解 20世纪中国文学过于鲜明的民族/国

家印记，将其作为世界文学的一元，来综合考察两者的双向互动。世界文学视域

应该成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立足点。

其次是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史料学问题。葛桂录所谈的中外文学关

系史料学研究，笔者是深有感触。如何通过大量史料的阅读与梳理，重建中外文

学交流的历史现场，展现中外文学交流的原生态面貌，本来是中外文学关系研

究中的重中之重，可惜这方面的工作到目前为止仍很不足。以20世纪中外文学

关系而论，1949年以前的中外文学关系的史料梳理相对丰富，比如贾植芳、陈

思和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陈思和主编的“世纪

的回响”系列等都是非常扎实的史料梳理。相比而言，1949年以后的中外文学

关系史料梳理就乏善可陈，比如1949年以后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

“17年文学”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可是只有查明建和谢天振的《中国20世纪

外国文学翻译史》从翻译史的角度作过梳理，少有从史料学的角度，整理两者之

间的深刻联系。再比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也是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离开了外国

文学，很难对先锋文学作出深入的评价，可是目前为止却没有见到系统的史料

梳理。若想真正对1949年以后的中外文学关系进行深入的评价，首先必须整理

出一份《中外文学关系系年》，对1949至今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重要的研

究论文、中国作家关于外国文学的论述等等，都按年月加以系年，并对重要作品

与论文加以摘要介绍，以最原始而详实的资料，全面、清楚地显示外国文学翻译

传播的成果与影响的轨迹，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最为坚实的基础。

再次是中外文学关系评析中的复杂性问题。我们仍以新时期文学为例，在具

体的文学影响中，既有模仿，也有超越，只有充分考虑到两者关系的复杂性，

才不会停留于简单的一对一的影响判断。马原、格非等人早期的创作，固然有其

个人写作经验的偶然发掘，但更关键的还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人的深刻影响

基本上还停留于对外国文学叙事技巧的吸收与借鉴上。到了九十年代，新时期文

学从某些臣服式的苍白模仿与借鉴，开始走向个人性的原创性写作。这种原创性

写作并不意味着对外国文学的抛弃，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比如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在叙事形态上借鉴了“辞典小说”的叙事文体，它或许

来自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智慧》，或许来自于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札尔

辞典》，但这也仅仅是对韩少功起到了一种激发与点拨作用，只有《马桥词典》才

将这种形式推向了极致，以完整的艺术构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艺术王国，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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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方言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语言，为当代文学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话语空间与艺

术空间。如果说《马桥词典》与昆德拉、帕维奇还只是作品之间的借鉴与创新，那

么在当代不少优秀作家中，更多的是一种创作主体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外国文学

的吸收与超越。比如王安忆的创作中看不出外国文学的明显影响，但是外国文学

经典其实已化作丰沛的汁液，涌动于她的血脉与生命之中，从而有可能使她的

创作成为一个独创的“新天地”。对于这样的中外文学关系个案，就必须充分地

细析两者的复杂性，从而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到，在世界文学

的总体格局中，每一种文学都需要在与其他文学的正常交流中保持和发展自已

的独特的文化审美个性。尤其是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来临，随着全球化经济、信息

技术、跨国资本、大众媒介的介入，我们面临着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相对主义时

代，每一种文学都有着存在的合理性，我们更加无法超越于世界文学的总体格

局而自拉自唱，外国文学与文化对中国文学来说，永远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他者。

我们必须在与他者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中共同发展，形成和而不同、协调共生的众

声喧哗的格局。20世纪中外关系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如巴斯奈特所说，

“更加有效地聚焦于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勾勒跨文化、跨时空边界的书写史和阅

读史。”从世界文学的视域，推动中外文学与文化的交流，总结中外文学交流的

经验为己所用，从而全力发展自己的现代性文学，为世界文学的多元化承担起

自身的那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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